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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的广袤疆域孕育了各地迥异的文化习俗， 当移民走出 “熟人社会” 向城市

汇聚， 移民多样性就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 关于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是迁移

经济学的一个新兴话题。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依据移民户籍地个体

信息构建了移民多样性指标， 实证检验移民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效应和机制。 研究发

现， 移民多样性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 机制检验表明， 尽管移民多样性会降低城市人

际间信任水平， 但由于移民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劳动力技能互补， 提高了城市的劳动生产率

和创新水平， 因而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是正向效应。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东中部以及人

口流入占比高的城市中， 移民多样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尤为明显。 本文研究结果从经验

上揭示了移民多样性的潜在经济红利， 为当今 “流动的中国” 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激发城市

经济活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洞见。

关 键 词　 移民多样性　 经济发展　 劳动生产率　 创新　 信任

一　 问题的提出

人口的自由流动能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源泉， 也是塑造城市移民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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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重要基础。 近年关于构建合理、 公正、 畅通、 有序的社会性流

动格局备受政策制定部门重视， 其中有两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文件：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 中强调①： “要破除妨碍劳动力、 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使得人人都有

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出台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②， 进一步强调 “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 包

括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 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

源市场体系， 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依法纠正身份、 性别等就业歧视现象， 保障城乡劳

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 这两份文件对于鼓励劳动力流动、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有

着标志性的政策指导意义。

伴随全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纵深推进，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据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４􀆰 ９３ 亿人， 其中， 流动人口为 ３􀆰 ７６ 亿人。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８８􀆰 ５２％ ， 流动人口增长 ６９􀆰 ７３％ 。 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主要以珠三角、 长三角、 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为聚集地， 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丰裕的

劳动力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外来劳动力并不是以同质单一的劳动力要素存在，

而是存在鲜明的个体异质性。 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广袤疆域孕育了各地迥异的风土人情，

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在思维方式、 劳动技能以及价值观方面均非同质。 当各地劳动者

走出同宗同族的 “熟人社会” （费孝通， １９８５）， 汇聚到同一座城市， 城市的移民多样

性便应运而生。

在经济学文献上， 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理论上，

多样性是一把双刃剑。 就积极方面而言， 移民多样性有利于形成技能互补性和人力资

本外部性， 异质个体之间存在正向的相互作用， 有利于形成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动力

源泉， 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正如 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６９） 指出的， 城市因其鼓励想

法各异的人产生互动、 创新经济知识， 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中国俗语 “三个臭

皮匠， 胜过诸葛亮”， 就生动地刻画个体异质性形成的多样性之潜在好处。 就负面影响

而言， 移民多样性群体会让彼此之间形成心理间隙， 影响人际间信任， 甚至产生相互

敌意， 增加交易成本进而伤害经济增长 （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 Ｌｅｖｉｎｅ １９９７； Ａｇｅｒ ＆ Ｂｒüｃｋｎｅｒ，

２０１３）。 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有完备答案。 需要说明的是， 已有文献更多

·４·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２ 期

①
②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６３９７８􀆰 ｈｔｍ．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００６２２􀆰 ｈｔｍ．



是从种族、 语言或者基因去考察多样性的影响， 而对于移民来源地多样性如何影响城

市经济发展， 现有文献中尚未见到， 这也就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 一是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 （ＣＭＤＳ） 移民户籍地的微观信息来刻画城市移民多样性， 这一分析视角是以往研

究较少考虑的， 本文试图为理解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二是

本文系统考察移民多样性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进而论证其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
这不仅为政府部门制定激励劳动力流动、 优化人才资源匹配政策提供依据， 也为理解

当今 “流动的中国” 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动能提供一定的参考思路。 本文以下的结构

安排为： 第二部分提出移民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第三部分是数据

来源与实证设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移民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移民多样性之于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影响， 那么其影响主要是通过

何种机制渠道起作用呢？ 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 主要包含如下渠道。
第一， 移民多样性与劳动生产率。 由于语言、 种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来自不同疆域的人们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集和分析问题的视角， 当他们流入同一个

地方， 不仅扩大了本地人力资本供给， 还能形成一个视角丰富、 技能互补的群体，
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工作匹配， 提升劳动生产率 （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Ｋｅｍｅｎｙ ＆
Ｃｏｏｋｅ， ２０１８； 陆铭等， ２０１２）。 当外来移民与本地劳动者一起工作时， 能将不同的思

想见解引入并应用到本地劳动力市场， 形成与本地劳动力的双向互动， 产生人力资

本外部性 （张萃， ２０１９）。 劳动力在提高自身生产率的同时， 也会提高整个城市劳

动生产率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６）。 中国疆域辽阔、 历史悠久，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具有不同性格特征、 价值观念、 能力技能以及思考问题的视角 （Ｍｏｓｅｒ， １９８５； 杜

瑜， ２０１０； 张萃， ２０１９）， 无论他们迁移到哪里， 都或多或少留有当地 “烙印”。 因

此， 当外来移民汇聚于同一座城市， 将极大地丰富该城市的 “技能集合”， 从而带

来更高的产出。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１： 移民多样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创新。 知识生产依赖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劳动力， 能力和

知识多样化的劳动力集聚更易催生一系列的新思想 （Ｗｅｂｅｒ ＆ Ｆｕｊｉｔａ， ２００４； Ａｌｅｓｉｎａ ＆

Ｆｅｒｒａｒａ， ２００５）。 在理论上， 多样化的群体有更加丰富多元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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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上比专业化代理人团队更具优势 （Ｈｏｎｇ ＆ Ｐａｇｅ， ２００４）。 在实证上， 有研究表明，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劳动者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差异提高了研发部门的绩效 （Ｎｉｅｂｕｈｒ，
２０１０）， 其本质在于不同员工之间的思想和能力的汇集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Ｋｅｍｅｎｙ （２０１２） 强调多样化的劳动力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和传播新知识与新技术， 即通

过 “交叉授粉” 式的互动与交流萌发创新活动。 Ｌｅｅ （２０１５） 研究表明， 异质性管理层

相比于同质的竞争者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２： 移民多样性通过提升创新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 移民多样性与信任水平。 社会信任水平高低与公共政策质量和市场运行效

率密切相关， 因此信任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Ｚａｋ ＆ Ｋｎａｃｋ， ２００１）。 Ａｌｅｓｉｎａ ＆

Ｆｅｒｒａｒａ （２００５） 发现， 在一个种族多样化的城市里， 人们更少地参与社会活动， 人际

间的信任也较低。 这表明， 多样化移民因文化差异在社会交往中容易产生彼此心理距

离， 影响社会有效融合与交流。 在微观层面， 多样性可能导致团队缺乏凝聚力， 提高

合作成本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同时， 异质性的个体在 “互动与交流” 的过程中存

在高昂的交易成本， 也可能阻碍创新的产生， 这一观点根植于心理学范畴的 “社会认

同理论”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Ｋｌｅｉｎ， ２００７； Ｖａｎ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ｓ， ２００７）。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３： 移民多样性降低人际间信任水平， 阻碍社会有效融合与交

流， 抑制经济发展。

三　 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ＭＤＳ） 数据， 样本覆盖全国 ３１ 个

省份。 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 非本区 （县、 市） 户口的 １５ 周岁及以上

流动人口， 目标总体排除调查时在车站、 机场、 旅馆、 医院等地点的瞬时流入人口，

同时排除在异地读书的学生。 ＣＭＤＳ 调查数据包括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与收支情况、 就

业、 流动、 居留意愿以及健康和公共服务等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 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 调查样本的选取遵循省市分级方法， 对北京市、
上海市、 广东省等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分配更多的样本量， 这就确保在全国各省

份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突出对重点城市的调查， 样本总量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２８０００ 人逐年增

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５００００ 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ＣＭＤＳ 数据的户籍调查只细分到省份，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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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才开始具体到区县， 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 本文将按照户籍地省份对流动人口

进行分类， 即用户籍地信息来测度移民的多样性。 相较于以往研究， 本文首先利用 ＣＭＤＳ

微观数据计算各个样本城市的移民多样性指标。 此外，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城市宏观数据主要来

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 实证设计

１􀆰 指标构建与说明

沿用既有文献做法，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以城市实际人均 ＧＤＰ 来表示， 取自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多样性， 取自然对数。 本文主要按照来源地对流动人口进

行分类， 测算依据来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户籍地点。 多样性的指

标计算借鉴已有文献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其公式为：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 ＝ １ － ∑
ｎ

ｊ ＝ １
（ ｓｉｊ） ２ （１）

上式中，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 为城市 ｉ 的移民多样性指标， ｓｉｊ表示流入 ｉ 城市的移民中户籍地为 ｊ

省份所占总流动人口的份额， ｎ 则表示流入到城市 ｉ 的城市移民总共来自 ｎ 个省份。 这种

测算方法称为赫芬达尔指数法 （ＨＨＩ）。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①， 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分化

程度越高， 多样性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值趋于更大。 考虑两种极端情形， 当流动人口完

全来自某个省份时， ｓｉｊ取值为 １， 相应地， 城市移民多样性取值为 ０； 当流动个体均来自

不同省份， 且假设此时省份个数无穷大， 那么城市多样性指标的数值为 １， 而实际上各个

城市的取值通常在 （０， １） 的范围内。 最后， 对测算值的百分数取自然对数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

２􀆰 统计事实

表 １ 提供了中国不同省份移民多样性指数测算结果。 由移民多样性测算原始数

据可知， 中国人口流动表现出典型的 “向海性”。 从省级层面来看， 京津沪的移民

多样性指数排在全国前三， 分别是北京市为 ０􀆰 ８９６， 天津市为 ０􀆰 ８６９， 上海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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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对象是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 非本区 （县、
市） 户口， １６ ～ ５９ 周岁流动人口。 １６ ～ ５９ 周岁恰恰属于劳动年龄区间， 流动范围包括

“跨省、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跨境”。 以 ２０１６ 年调查为例， 这些流动人口中， 超过 ８１％
比例具有明确就业身份 （比如， 雇员、 雇主和自营者等）， 剩下那些目前暂时未获得工作

机会的， 主要原因是 “已经找到工作等待上岗”、 “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 “因本人原因

失去工作”、 “临时性停工或季节性歇业”、 “没找到工作”、 “学习培训” 等， 他们属于潜

在就业者。 因此， 本文通过流动人口测度多样性指标既符合中国户籍管理制度， 也与已有

研究做法相一致。



０􀆰 ８５７。 浙江省和广东省等发达省区在吸引外来流动人口方面具有优势， 因而移民多

样性指数也较高， 其中浙江省为 ０􀆰 ８４７， 广东省为 ０􀆰 ７８２。 从城市层面来看， 同一省

区内部的不同城市移民多样性存在明显差异。 以广东省为例， 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包括 “广佛肇” （广州、 佛山、 肇庆）、 “深莞惠” （深圳、 东莞、 惠州）、 “珠中江”

（珠海、 中山、 江门） 等制造业和加工贸易基地都是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聚集地，

相应地， 移民多样性指数更高， 具体为： 东莞市 （０􀆰 ８７８）、 惠州市 （０􀆰 ８５６）、 江门

市 （ ０􀆰 ８４９ ）、 深圳市 （ ０􀆰 ８３６ ）、 珠海市 （ ０􀆰 ８２２ ）、 中山市 （ ０􀆰 ８２１ ）、 广州 市

（０􀆰 ８２１）、 佛山市 （０􀆰 ８２０）、 肇庆市 （０􀆰 ７８９）。 从地理分布来看， 东部地区的移民

多样性明显高于中西部， 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的移民多样性普遍较高①。 这些统计结果

基本符合经济现实。

表 １　 中国移民多样性在不同省份的比较

序号 省份 移民多样性 序号 省份 移民多样性 序号 省份 移民多样性

１ 北京 ０􀆰 ８９６ １２ 安徽 ０􀆰 ２７３ ２３ 四川 ０􀆰 ３５３

２ 天津 ０􀆰 ８６９ １３ 福建 ０􀆰 ７１１ ２４ 贵州 ０􀆰 ６０５

３ 河北 ０􀆰 ６０４ １４ 江西 ０􀆰 ５３５ ２５ 云南 ０􀆰 ６９２

４ 山西 ０􀆰 ５７７ １５ 山东 ０􀆰 ２８６ ２６ 西藏 ０􀆰 ７３０

５ 内蒙古 ０􀆰 ４５１ １６ 河南 ０􀆰 ２９７ ２７ 陕西 ０􀆰 ５６５

６ 辽宁 ０􀆰 ６６８ １７ 湖北 ０􀆰 ４２５ ２８ 甘肃 ０􀆰 ６０９

７ 吉林 ０􀆰 ４３７ １８ 湖南 ０􀆰 ２４５ ２９ 青海 ０􀆰 ８１８

８ 黑龙江 ０􀆰 ３２７ １９ 广东 ０􀆰 ７８２ ３０ 宁夏 ０􀆰 ６５１

９ 上海 ０􀆰 ８５７ ２０ 广西 ０􀆰 ５８１ ３１ 新疆 ０􀆰 ８２１

１０ 江苏 ０􀆰 ７１９ ２１ 海南 ０􀆰 ７４８

１１ 浙江 ０􀆰 ８４７ ２２ 重庆 ０􀆰 ５０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２ 报告了中国城市移民多样性的时间变动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 全国移民多样

性均值在 （０􀆰 ５０， ０􀆰 ５４） 窄幅范围波动， 且多样性指数随时间略有下降趋势， 说明从

全国平均来看， 人口流动方向表现聚集特性 （并非相对均匀的分布）。 最后， 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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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 各城市不同年份的移民多样性指标测算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备索。



了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增长的散点关系 （见图 １）， 可以观察到移民多样性指数越

高， 城市经济增长越快。

表 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移民多样性描述性统计

年份 城市数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１ ２６５ ０􀆰 ５４１３ ０􀆰 ２３７８

２０１２ ２７３ ０􀆰 ５２１０ ０􀆰 ２４６９

２０１３ ２７５ ０􀆰 ５３３５ ０􀆰 ２３２９

２０１４ ２７６ ０􀆰 ５３０８ ０􀆰 ２２８２

２０１５ ２７８ ０􀆰 ５１３０ ０􀆰 ２４５７

２０１６ ２７５ ０􀆰 ５０３６ ０􀆰 ２３８９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１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增长的散点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３􀆰 模型设定

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 当经济体处于稳态时， 经济体的人

均产出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速度 （ Ｈａｌｌ ＆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９）。 生产函数设定为 Ｙ ＝ Ｋα

（ＡＬｈ） １ － α， 进一步整理可得：

ｌｎ（Ｙ ／ Ｌ） ＝ αｌｎ（Ｋ ／ Ｌ） ＋ （１ － α）（ｌｎｈ ＋ ｌｎＡ） （２）

模型 （２） 中， Ｙ、 Ｌ、 Ｋ、 ｈ、 Ａ 分别表示总产出、 劳动投入、 物质资本、 人均人力

资本、 技术进步。 根据上式即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集约度、 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贡献额。 为进一步考察移民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借鉴国内同类主题文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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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现祥等， ２０１５）， 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１ ＋ ∑βＸ 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３）

模型 （３） 下标 ｉ 表示流入城市， ｔ 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ｙｉｔ表示城市人均 ＧＤＰ 自

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 ｌ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１表示滞后一期的移民多样性指数 （取自然对数）①。

Ｘ 为控制变量， ｕ 和 ｖ 分别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本文控制变量包括资本集约度、 人力资本、 对外开放、 政府规模、 产业结构、 互

联网普及率、 城市规模等。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 删去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 得到两百

多个城市面板数据， 变量统计特征见表 ３。

表 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下四分

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

位数

经济增长 Ｌｎ（人均 ＧＤＰ） １５０４ １０􀆰 ５５８ ０􀆰 ７００ １０􀆰 ０７５ １０􀆰 ５０１ １０􀆰 ９４４

移民多样性
赫芬达尔指数 １５０４ ０􀆰 ５１６ ０􀆰 ２４０ ０􀆰 ３０９ ０􀆰 ５２４ ０􀆰 ７３１

熵指数 １５０４ １􀆰 ３２６ ０􀆰 ６２７ ０􀆰 ８０４ １􀆰 ３０８ １􀆰 ８２０

资本集约度 资本 ／ 劳动 １５０４ ３１􀆰 １８９ １４􀆰 ４３６ ２１􀆰 ３４２ ２９􀆰 ０８９ ３８􀆰 ７９４

人力资本 每万人中普通本专科人数 １５０４ １９６􀆰 ８２３ ２６８􀆰 ２９２ ５１􀆰 ８１６ ９６􀆰 ８９９ ２１２􀆰 ２２９

对外开放 ＦＤＩ ／ ＧＤＰ １５０４ ０􀆰 ３０１ ０􀆰 ２９２ ０􀆰 ０９０ ０􀆰 ２２０ ０􀆰 ４１２

政府规模 政府支出 ／ ＧＤＰ １５０４ ０􀆰 １８３ ０􀆰 ０９４ ０􀆰 １２８ ０􀆰 １６４ ０􀆰 ２１８

产业结构 二产和三产占比 １５０４ ８７􀆰 ７８２ ７􀆰 ６６９ ８３􀆰 ３１０ ８８􀆰 ６１ ９３􀆰 ７６５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用户数 ／ 总人口 １５０４ ０􀆰 １８３ ０􀆰 １５４ ０􀆰 ０９３ ０􀆰 １３８ ０􀆰 ２１０

城市规模 全市总人口（单位： １０ 万人） １５０４ ４５􀆰 ８９６ ３０􀆰 ６５１ ２６􀆰 ０６５ ３８􀆰 ８４９ ６０􀆰 ２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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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文章为何采用移民多样性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自变量，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 由

于历次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现场调查、 录入与上报的时间为每年的 ５ － ６ 月份， 并于

当年１１ － １２月份公布调查数据。 这意味着当年 ６ 月份以后流入某城市的人口就可能被记录到

下一年中。 第二， 在回归过程中， 核心自变量采用移民多样性滞后一期， 也能在一定程度降

低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同期冲击， 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 外来移民流入到某座

城市， 未必立刻对城市经济产生影响。 他们初来乍到， 或许不够熟悉本地劳动力市场真实情

况， 往往需花费一定时间去寻找工作以及发挥其人力资本效应。 换言之， 移民多样性对经济

发展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表 ４ 是基准估计结果。 前三列报告了以赫芬达尔指数测算移民多样性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 后两列是变换核心自变量， 以熵指数测算移民多样性指标的回归结果。 由第

（１） 列可知， 在仅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下， 移民多样性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３３， 在

１０％水平显著。 第 （２） 列进一步控制更多经济变量， 移民多样性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４６，

在 １％水平显著。 第 （３） 列进一步引入了人均 ＧＤＰ 的滞后项， 消除了被解释变量的滞

后项对模型产生偏误的影响，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移民多样性估计系数依然显著，

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４８， 表明移民多样性每增加 １０％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 ０􀆰 １４８％ ， 移民多样

性对城市经济繁荣有积极作用。 相对于国内研究多样性经济影响的文献， 本文提供了

直接的经验证据。

表 ４　 基准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多样性赫芬达尔指数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５６）

多样性熵指数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５８）

资本集约度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人力资本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对外开放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１１２）

政府规模
－ ０􀆰 ８４２８∗∗∗

（０􀆰 ０８６９）
－ ０􀆰 ８３００∗∗∗

（０􀆰 ０８６４）
－ ０􀆰 ８４４２∗∗∗

（０􀆰 ０８６９）
－ ０􀆰 ８３１３∗∗∗

（０􀆰 ０８６５）

产业结构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２０）

互联网普及率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６６３∗∗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６６１∗∗

（０􀆰 ０２９５）

城市规模
－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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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人均 ＧＤＰ） 滞后
一期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０７１）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数 １３５７ １２５０ １２４２ １２５０ １２４２

Ｒ２ ０􀆰 ４１６２ ０􀆰 ６９８６ ０􀆰 ７０２９ ０􀆰 ６９７９ ０􀆰 ７０２２

　 　 注： 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为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熵指数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Ｉｎｄｅｘ） 方法重新计算移

民多样性 （Ｔａａｇｅｐｅｒａ ＆ Ｒａｙ， １９７７）， 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计算公式为：

Ｅｎｔｒｏｐ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 ＝ － ∑
ｎ

ｊ ＝ １
ｓｉｊ × ｌｎ（ ｓｉｊ） （４）

表 ４ 的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移民多样性熵指数

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２８， 在 ５％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再次证明了移民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发

展的积极影响。

（二）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文讨论移民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可能存在因果反置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问题。

对此进行三个方面的检验和纠正： 一是工具变量 （ＩＶ） 估计与检验； 二是工具变量 “近似

外生” 对估计结果影响稳健性的检验； 三是检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是否影响估计结果。

１􀆰 工具变量估计与检验

为解决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借鉴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思路， 采用一个简化的双

边引力模型， 通过加权地理距离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 具体过程是， 首先利用高德地

图开放平台①， 获取每个城市的地理坐标， 据此计算每个城市移民现住地与户籍地的地

理距离， 然后根据简化引力模型， 测算出每个城市的加权地理距离指数作为移民多样

性的工具变量。 该工具变量的构建过程与余玲铮等 （２０２１） 做法完全相同。 图 ２ 绘制

了移民多样性 （赫芬达尔指数） 与移民地理加权距离 （ ＩＶ） 的散点图， 可以看出二者

在统计上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 符合理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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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移民多样性与移民地理加权距离 （ＩＶ） 的散点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５ 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在第一阶段估计中， 工具变量与移民多样性变量

高度显著正相关。 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对于移民多样性具有较

好的解释力。 进一步使用内生性检验得知， ＬＭ 检验的 ｐ 值小于 １％ ， 说明移民多样性

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 两阶段估计得到移民多样性系数与表 ４ 中的 ＯＬＳ 估计系数不同，

说明如果忽视内生性而直接采用 ＯＬＳ 方法， 将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但需要强调的是，

在考虑潜在内生性情形下， 移民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

表 ５　 工具变量估计

（１） （２）

第二阶段估计

多样性赫芬达尔指数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５８）

多样性熵指数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７３）

资本集约度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人力资本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对外开放
０􀆰 ０３５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０９８）

政府规模
－ ０􀆰 ８２４８∗∗∗

（０􀆰 ０７５７）
－ ０􀆰 ８２６５∗∗∗

（０􀆰 ０７５９）

产业结构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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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互联网普及率
０􀆰 ０６６７∗∗∗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６５６∗∗

（０􀆰 ０２５８）

城市规模
－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２）

Ｌｎ（人均 ＧＤＰ）
滞后一期

０􀆰 ０２９３∗∗∗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０６２）

第一阶段估计

ＩＶ： 移民地理加权距离
０􀆰 ６６２２∗∗∗

（０􀆰 １３０１）
０􀆰 ５２２８∗∗∗

（０􀆰 １１６２）

内生性检验 ＬＭ 值 ９０３∗∗∗ ８４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 ２５９１ ２０２４

观察值数 １２３２ １２３２

Ｒ２ ０􀆰 ９９４７ ０􀆰 ９９４７

　 　 注： 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数据

计算得到。

２􀆰 工具变量 “近似外生” 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检验

放松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 即允许工具变量近似外生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而

非完全外生， 来讨论在不同的近似程度下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这里采用

Ｃｏｎ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提出的置信区间集合 （ＵＣＩ） 方法进行检验。

在实际的检验过程中， 将工具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 （城市移民多样性） 同时纳入

原估计模型， 改写简约回归方程为：

ｌｎ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１ ＋ γＺ ｉ，ｔ －１ ＋ ∑βＸ 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除工具变量 Ｚ 之外， 其他设定与原文回归模型设定一样。 如果工具变量 Ｚ

仅通过内生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 （即满足排他性约束）， 则在上式中， γ ＝ ０。 如果 γ≠

０， 则表明 Ｚ 存在内生性。 若 γ 接近于 ０， 即 γ≈０， 则说明工具变量 Ｚ 存在微弱内生性

问题， 即表明工具变量 “近乎外生” （Ｃｏｎ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由图 ３ 可知， 随着工具变量严格外生假定被违背的程度在逐渐增强， 移民多样性

变量的估计系数稳健置信区间也在逐渐变宽， 不过， 移民多样性估计系数处于相对稳

定水平， 置信区间绝大多数在零点以上， 且保持较高显著水平。 这一检验表明， 在近

似外生情形下，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稳健为正， 这表明 “城市移民地理加权距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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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外生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工具变量， 侧面印证为何多数研

究移民多样性的文献常常采用此类工具变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余玲铮等， ２０２１）。

图 ３　 基于 “置信区间集合方法” 的稳健置信区间

注： 图中虚线分别表示在 ＵＣＩ 假定下估计系数在 ９５％的稳健置信上限和下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高德地

图开放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３􀆰 检验不可观测遗漏变量

尽管文章实证已尽可能控制城市经济特征以及时间和固定效应， 但移民多样性

对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可能仍会受到一些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使得核心自变

量估计结果遭受影响。 为此， 采用 Ｏｓｔｅｒ （２０１９） 提出经过遗漏变量偏误调整的干预

效应 （ｂｉａ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检验方法①。 检验结果显示， 经过遗漏变量偏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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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计算方式为： β∗ ＝ β１ － δ （β０ － β１） （ （Ｒｍａｘ － Ｒ１） ／ （Ｒ１ － Ｒ０））。 其中， β∗为经过遗漏变量

偏误调整的干预效应即调整后的回归系数， β０ 和 Ｒ０ 分别为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时核心解释

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组内 Ｒ 方， β１ 和 Ｒ１ 为包含所有控制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组

内 Ｒ 方， Ｒｍａｘ是包含所有可观测变量与不可观测变量的最大组内 Ｒ 方， δ 是不可观察的选择效

应相对于可观察的选择效应的比例。 我们沿用 Ｏｓｔｅｒ （２０１９） 的设定， 令 Ｒｍａｘ ＝１􀆰 ３Ｒ１， δ ＝１。



整后移民多样性的赫芬达尔指数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６ （基准回归中该变量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４８）， 熵指数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０９ （基准回归中该变量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１２８）。 与基准

回归结果相比， 调整后估计系数的变动很少， 且系数方向保持不变， 说明本文的不可

观测遗漏变量问题并不严重， 移民多样性促进城市经济繁荣的结论依然稳健成立。
（三） 机制检验

文章第二部分已从理论上阐述移民多样性会通过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发展， 也可能因多样性弱化社会信任而阻碍经济发展。 这里进行机制检验，
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１ ＋ λＸ 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６）
ｌ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１ ＋ λＸ 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７）

ｔｒｕｓｔｉｔ ＝ ｒ０ ＋ ｒ１ ｌ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１ ＋ λＸ 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８）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移民多样性的对数值， 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中所涉及的控制

变量保持一致， 同时控制城市与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

系数： 如果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移民多样性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则验证了假说 １ 和

假说 ２ 的合理性； 模型 （８） 中 ｒ１显著为负数则证实假说 ３ 成立。
机制检验 １： 劳动生产率。 本文参考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 Ｐｅｒｉ （２００６） 的做法， 采用城市实

际工资水平衡量劳动生产率， 即对每年的名义工资使用 ２０１１ 年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

减。 表 ６ 前两列分别报告了使用不同方法测算的移民多样性指标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

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移民多样性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移民多样

性的确显著促进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机制检验 ２： 城市创新水平。 本文选取发明专利授权量、 专利实用新型授权量以及

外观专利授权量总和的自然对数来刻画城市创新水平。 需要说明， 发明专利申请程序

复杂， 一般在初审合格后自申请日期满 １８ 个月公布， 因此本文用第二年的发明专利授

权量衡量前一年的创新水平。 表 ６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报告了移民多样性对城市创

新水平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移民多样性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多

元化的外来移民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 这对城市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检验机制 ３： 城市社会信任。 关于个体间的社会信任水平测算需要依赖于城市个体

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数据构

建了每个城市信任水平。 表 ６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实证结果表明， 移民多样性对城

市信任水平的影响为负向， 至少在 １０％水平显著， 从而在经验上支持了前述的第三个

理论假说， 即移民多样性降低城市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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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劳动生产率 城市创新 社会信任

多样性
赫芬达尔指数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７９７∗∗∗

（０􀆰 ０２４７）
－ ０􀆰 ０７１８∗∗∗

（０􀆰 ０２７１）

多样性
熵指数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７１３∗∗∗

（０􀆰 ０２５７）
－ ０􀆰 ０５７８∗

（０􀆰 ０３２７）

经济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数 １２３４ １２３４ １２４５ １２４５ ２３０ ２３０

Ｒ２ ０􀆰 ７８７０ ０􀆰 ７８７３ ０􀆰 ６２８８ ０􀆰 ６２７８ ０􀆰 ２４９６ ０􀆰 ２１４１

　 　 注： 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异质性检验

１􀆰 不同地理位置的影响差异

中国的广袤疆域孕育了各地迥异的文化习俗以及技能特征， 移民多样性的经济效

果在不同地域是否有所差异？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中部与西部城市。 表 ７ 第 （１） 列和

第 （２） 列是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移民多样性的估计结果， 从中可以看到， 移民多样

性在东中部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而在西部地区， 移民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是西部城市尚未形成能够激发移民多样性活力的机制， 比如劳动力市场工

作匹配以及 “互动与交流” 机制等。 而这亟需在政策层面引起关注。

２􀆰 流动占比高低的影响差异

当前， 流动人口主要汇聚于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超大城市。 相较之下， 经

济欠发达的城市在吸纳少数流动人口的同时却大量流失本地人口， 另有一些城市则表

现为流入与流出人口大致相当。 为考察移民多样性的经济效应是否受流动人口占比高

低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流入占比高、 流动占比低以及流出占比高三类进行异

质性分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获取样本城市的常住人口以及户籍人口的

数据， 推算出该城市的人口净流动情况。 其中， （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 ／户籍人口 ＞

１５％为流入占比高的城市①， 数值小于 － １５％ 说明流出占比高， 取值在 － １５％ 与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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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口净流入城市样本中， 移民占户籍人口比重的中位数接近于 １５％ 。



之间为流动占比低的城市。
表 ７ 第 （３） 列、 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的估计结果均表明， 在流入人口占比高

的城市里， 移民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更加积极的影响。 而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城市， 多

样性的经济效应不显著。 对于这些城市而言， 留住本地居民吸引外地人口， 扭转人口

流失严重的颓势， 是推动移民多样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对策。

表 ７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东中部 西部 流入占比高 流动占比低 流出占比高

移民多样性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０５８）
－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６６０∗∗∗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５６）
－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８０）

经济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数 ９５８ ２８４ ３３０ ７０８ ２０４

Ｒ２ ０􀆰 ７１２８ ０􀆰 ９１３７ ０􀆰 ６７６７ ０􀆰 ７７２０ ０􀆰 ９１５７

　 　 注： 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考察移民迁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增长文献的经典话题， 关于移民多样性如

何影响经济发展， 目前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论证移民多样

性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城市移民多样性指

标， 进而分析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应。 研究发现， 移民多样性显著促进

城市经济发展， 在控制各种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以及纠正内生性问题后， 研究结

果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表明， 移民多样性尽管在一定程度降低城市信任水平， 但知识

与技能多样的移民集聚在一起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 此外， 异质

性分析发现， 东中部以及人口流入地能够有效发挥移民多样性的经济增长效应， 西部

以及人口流出地由于缺乏相对完善机制体系而使得多样性的积极效应未得以彰显。
本文从经验上检验了移民多样性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丰富了移民多样性的研

究视角。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在政策层面呼应国家关于畅通人口流动的重大现实需求。
为了更好地促进人口流动， 推进移民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本文提出几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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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启示： 第一， 破除妨碍劳动力、 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取消限制城市常

住人口规模的政策， 积极推动城乡之间深度融合， 引导劳动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且自

由流动， 保证市场在劳动力迁移与流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 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流

动机会。 劳动力选择迁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寻找优质的工作， 提高对多样化移民的吸

引能力， 创造出更多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促进移民技能互补效应的发挥。 第三， 加大

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 让流动人口同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是吸引并留住多样化移民

的有效手段。 第四， 倡导包容开放的城市风气， 减小城市移民与当地居民以及城市移

民之间的心理距离， 促进群体间积极的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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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玲铮等：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发展




